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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情感支持、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三者是影響個體身心發展的重要因素，對高中職學生亦

然。而從文獻分析結果，本研究提出「情緒智力在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具有中介效果」的

假設。為驗證假設，本研究修改之前所發表的相關問卷，採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父母的情

感支持、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等三份問卷的具有符合標準的組合信度、平均變異萃取量與區別

效度。因此，對 918位高中職學生施測。問卷回收後，採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情緒智力在父親與
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中介效果。本研究先以 Amos軟體分析，然其整體適切指標
的數據顯示模式不適切，而常態性評估的多變量達顯著，表示所蒐集的資料非常態分配，因此以

不受常態分配限制且用於發展論的 Smart PLS 3.0統計軟體處理之。結果顯示，所提的中介模式的
測量與結構模式都適切。且結果顯示：父親或母親的情感支持與高中職學生主觀幸福感、情緒智

力之徑路係數達顯著正向相關。再者，高中職學生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之徑路係數也有顯著正

相關。最後，高中職學生的情緒智力，在父或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間都具有中介效果之

假設也獲得支持。就此發現，提出父母親應多採用情感支持，以增進孩子的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

感；高中職生也應培養自己的情緒智力等建議，同時未來研究與研究限制也一併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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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情感支持（parental emotional support）、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 EQ）與主觀
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等三者是影響個體身心發展的重要因素，且三者之間具有某種程度
的關聯與中介關係。首先，情感支持是指以個體為中心，撫育者會設下限制，但也會關懷接納個體，
並對個體的需求做出適當反應，通常是以溫柔、親切、激勵、讚美等方式與孩子互動（Arrindell et 
al., 1999）。家庭是個體社會化最初的場所，其中影響最深的角色莫過於撫育者－父母，藉由親子
互動傳遞其知識、情感、價值、信念、態度、行為等觀念和模式。如 Bandura（1977）社會學習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認為撫育者的身教或是言教都是個體直接學習仿效的對象。尤其是青少 時
期的獨 自主，就是在親子互動中與情感支持中慢慢發展。可見，父母親的情感支持在個體社會發
展歷程中一直扮演塑造者的角色。
至於情緒智力是解決情緒問題的心理能力（Mayer et al., 2008），更具體的說，是一種識別、表

達、理解、管理和使用情感的能力（Mayer & Salovey, 1997）。 高曼（1995/2006）指出 80％的成
功人士擁有高 EQ，而不是高 IQ，這一概念顛覆了傳統對智力狹義的內涵，此後世人改變 IQ基因
是決定個人職涯發展的重要關鍵。Pratama與 Corebima（2016）也認為具有高度情緒智力的學生較
能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不只如此，Mayer等人（2001）認為情緒智力確實存在生活中，其影響層
面極為廣泛，從人際關係、危機處理、身心調適、學業表現到生涯發展等，可見情緒智力對個體身
心發展之必要性與重要性。
另外，主觀幸福感是一種快樂的感覺，是對現實生活的主觀反映，它既與人們生活的客觀條件

密切相關，又體現了人們的需求和價值。亦即對自身存在與發展狀況的一種積極的心理體驗（邢占
軍，2005）。它是用來詮釋美好生活的一個指標（曾文志，2007）而認為了解與提昇幸福感，使生
活更有價值，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議題（Seligman & CsikszentmihaIyi, 2000）。
由上可知，父母親的情感支持、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對個體身心發展的重要性。而從文獻中

發現三者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關聯，如 Jaffe（1991）指出教養方式會影響個體適應能力，高關懷的
教養方式有助於子女良好的情緒發展；而 Shapiro（1997）也認為家庭若能滿足子女的需求，並提
供足夠的情緒支持，有助於子女發展較高的情緒智力。另 Averill（1999）以「情緒創造」的觀點，
闡述情緒並不是與生俱來無法改變的特質，它是可以被創造出來的，因為它是一種內省能力，可以
透過後天培養與訓練。可見父母親的情感支持影響孩子的情緒智力，情緒智力進而影響主觀幸福感。
換句話說，情緒智力在父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可能具有中介作用。詳細的理由說明如
下：

（一）父母親的情感支持、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的涵義

1.父母親的情感支持涵義

教養方式是利用親子互動，從互動中，父母會在有形與無形中影響孩子。父母親的情感支持為
教養方式之一，從個體出生獲得父母遺傳開始，就在父母營造的環境中成長，受父母的個人特質、
價值觀念、生活方式、處事態度等因素影響，並與社會文化互動交流，這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個體日
後的發展與成就（蔡典謨，1994）。    
就文獻來看，在教養方式的分類上各有不同的主張，如吳武典與林繼盛（1985）認為教養方式

有嚴厲型、誘導型、分歧型、縱溺型等四種類型；Perris等人（1980）則提出拒絕、情感支持、過
度保護、偏愛手足等四型；Arrindell等人（1999）提出拒絕型、情感支持型與過度保護型等三型；
Nurhaeni等人（2016）提出民主、專制、寬容、忽視等四型。雖有不同的分類方式，但彼此在涵義
上是有重疊的，如誘導型、民主型、情感支持三種方式來自不同學者的主張，但可看出彼此有概
念上的重疊。而 Durbin等人（1993）認為不論哪一種父母管教方式，都足以影響個體身心發展。
如 Steinberg等人（1994）證實在高度情感支持下，對子女的整體發展是最好的。而本研究採用
Arrindell等人編製的「S-EMBU」（Short-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量表中的情感支持
型為研究變量。其含義為：以個體為中心，撫育者會設下限制，但也會關懷接納個體，並對個體的
需求做出適當反應，通常是以溫柔、親切、激勵、讚美等方式，讓個體慢慢形塑獨立、熱心、善於
社交等特質，是屬於積極型的撫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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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觀幸福感的涵義

主觀幸福感是一個非常活躍的研究領域，在過去 15年中，圍繞這個主題發表了約 170, 000篇
文章和書籍（Diener et al., 2018）。而對幸福感的界定未有共識，至少可分為享樂主義（hedonic）
與幸福主義（eudaimonic）兩種取向（吳相儀等人，2017），導致在主觀幸福感內涵上沒有共識，
如 Diener與 Emmons（1984）、Diener等人（1997）、Diener（1984, 2009）將測量生活品質滿意
度的幸福稱為主觀幸福感，其成分包含快樂、生活滿意度與正向情感。而 Keyes與Magyar-Moe
（2003）二人認為主觀幸福是由情緒幸福和正向運作所組成，因此主觀幸福感包含快樂知覺和社
會生活滿意度、正負向情感的平衡、心理幸福感以及社會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的內涵有自主性
（autonomy）、環境掌控（environmental mastery）、自我接納（self-acceptance）、正向人際關係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個人成長（personal growth）、生活目的（purpose of life）等六
個層面（Ryff & Keyes, 1995）。而社會幸福感是指社會的處境和功能的評價，分社會統整（social 
integration）、社會接納（social acceptance）、社會貢獻（social contribution）、社會實現（social 
actualization）、社會一致性（social coherence）等知覺等五個層面（Keyes, 1998）

Keyes與Magyar-Moe（2003）二人將主觀幸福感分為心理、社會與情緒等三種，此與余民寧等
人（2011）所發展的教師主觀幸福感量表的層面一致。余民寧等人（2018）的量表又將情緒幸福感
分為公認快樂與覺察生活滿意度二個次層面。
本研究以公認快樂與覺察生活滿意度作為主觀幸福感的層面，因為就過去在主觀幸福感的研究

上，可看出 Diener長期進行此一議題的研究，對後來的研究有很大的影響力。而本研究採用 Diener
等人（2002）的定義：主觀幸福感是一種正向的積極觀，來自於愉悅的經驗，並且是對自我生活有
高滿意度的體驗。而余民寧等人（2011）所編製的教師主觀幸福感量表其中的分量表稱為情緒幸福
感，此一幸褔感再分為公認快樂意與生活滿意二層面，前者指自己是否覺得喜悅或快樂；後者對目
前生活滿意程度。由於此二層面的內容符合本研究的定義，因此採用之。然在變量的名稱上，仍用
主觀幸福感，原因在於情緒幸福感為主觀幸福感的內涵之一，且本研究的主觀幸福感是以享樂主義
哲學基礎，就個人所認定的標準，來測量整體生活品質的滿意度，而 Diener與 Emmons（1984）、
Diener（2009）稱之為主觀幸福感。另外，情緒幸福感是由一定時期內正向和負向情緒的消減來決
定是否幸福，正向情緒大於負向者則是幸福的（Keyes, 1998），而本研究直接依據分數的高低，來
判斷幸福感的程度。

3. 情緒智力的涵義

情緒智力最早出現於Payne（1985）情緒研究的博士論文中，並解釋情緒智力應包含瞭解、推理、
洞察、擷取事實和解決問題等能力。Salovey與Mayer（1990）有系統的建構情緒智力理論，並將
其界定為社會智力的一部分，是一種個體能察覺、判斷、理解自己與他人的情緒，並能利用此訊息
有效調節自我情緒、思考、行為和人際關係的能力。
近年來，不少學者投入情緒智力量表的發展，主要的理論有五： Salovey 與 Mayer（1990）從

社會動觀點探討的情緒智力理論，高曼從認知與人格觀點來探討，De Beauport 與 Diaz則從神經
生理學觀點來探討，而 Shapior是採人格特質觀點，Weisinger以認知發展觀點來探討（陳李綢，
2008）。不同理論所導出的層面有所差異。如Mayer與 Salovey（1997）導出情緒察覺、情緒評估、
情緒調整、情緒運用四個層面，隨後的量表不離此四層面。另高曼（1995/2006）認為衡量情緒智力
應包含五項要素：體察自我情緒、管控自我情緒、洞察他人情緒、人際關係的和諧能力、自我激勵。
不同的理論所導出的層面數雖不同，然所指的涵義雷同，例如Mayer與 Salovey所謂的情緒察覺是
指瞭解自己的情緒狀態，並從中辨識出自己與他人的情緒內容，這與高曼的認識情緒（指個體能隨
時覺察、瞭解自己的感受）相同；Mayer與 Salovey所謂的情緒表達是指表達自我情緒與因應他人
情緒，這與高曼的辨 他人情緒（指個體透過同理心洞察、 解他人真正的需求與感受，使自己擁有
人際溝通上的優勢）相若。至於Mayer與 Salovey所謂情緒調整（指個體能掌控情緒衝動，並能以
多元思考調整策略）與高曼的管理情緒（指合宜的情緒表達與管理）相同。而Mayer與 Salovey所
提的情緒運用（指個體藉由情緒翻轉，提升自我表現，並做出正確決策）與高曼的自我激勵（個體
能控制衝動，延宕滿足，並保持高度熱忱，將情緒專注於某項目標上，就能產生較佳的效率，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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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升成功率）相似。不同是高曼多出掌握人際關係此一層面（指理解、因應他人情緒後，使個
體擁有和諧的人際關係）。
另外，不同的情緒智力理論為臺灣學術界在情緒智力的研究上提供了重要基礎，例如羅品欣

與陳李綢（2005）修訂的「國小學童情緒智力量表」是採用高曼的理論；江文慈（2001）則採用
Mayer與 Salovey的主張，編製青少年情緒智力發展之研究，分成情緒察覺、情緒評估、情緒調整、
情緒運用等四個層面。由於江文慈的量表是為青少年（國小五年級至高中二年級）而發展，對象與
本研究相近，且題目內容也較符合當前高中職生的情緒行為，因此參考此一量表，採用其層面。

（二）情緒智力在父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間之中介角色

本研究目的之一在驗證情緒智力在父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就
Baron 與 Kenny（1986）的觀點，中介效果的分析須先確定外衍變量與內衍變量彼此有關係存在，
即父或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彼此有因果關係存在。其次，再分析情緒智力與父母親的情感
支持、主觀幸福感彼此之關係：

1. 父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關聯

父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著關聯，就 Bronfenbrenner（1979）所提的生態系統
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來看，兒童是在一個複雜的系統中發展的，此一複雜的系統再分四
個子系統：一是小系統（microsystem）：個體與生俱來及學習而得的特質；二是中系統（mesosystem）：
個體成長的家庭及學校環境，此系統會與小系統互動，並影響小系統中個人特質的發展；三為外系
統（exosystem）：與個體工作有關的組織環境；四乃大系統（macrosystem）：個體與所在社會的文化、
習俗、社會價值觀、社會期望等的互動（葉玉珠，2000）。而中系統是發展人格特質、體驗人際互
動等，其中影響最巨的莫過來自家庭的教養方式，而父母親的情感支持是教養方式之一。再者，一
些研究結果證實父母親的情感支持影響主觀幸福感，如呂朝賢與呂慧玲（2014）的研究顯示，愈是
開明者，對幸福感愈有正向提升，因為愈是開明的父母，愈能關愛與理解孩子，孩子愈容易養成兼
具自我獨特（獨立個性）、積極自信、善解人意及樂群合作的氣質，如此有助於幸福感的提升；何
曉燕與裴秀芳（2015）的研究結果也發現，父母若以溫暖的情感進行理解溝通，孩子能感受到被愛、
被支持、被瞭解、被賞識等積極體驗，其主觀幸福感就會增強；而 Parkes等人（2017）的研究顯示，
父或母採用情感支持的方式，有助於孩子的幸福感。而楊冠軍（2010）更針對中學生進行研究，發
現父母傾向情感溫暖與理解等方式來教養個體時，其主觀幸福的體驗將會提高，此等研究結果證實：
父母親的情感支持會影響孩子的主觀幸福感。
另外，Doucet（2013）與McMunn等人（2017）指出父親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比母親長，因此與

孩子的互動上，母親比父親多。且父或母在家庭中由於扮演不同角色，因此教養方式可能不同，即
使採用同一教養方式，可能涉入的程度也不同。換句話說，即使在情感支持的程度也可能不同。因
此，本研究在情感支持上，父與母是分開探討，可更深入瞭解二者在高中職學生的情感支持與主觀
幸福感的關係上的差別。
就以上的分析結果，本研究提出：
H1：父親的情感支持與高中職學生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相關。
H2：母親的情感支持與高中職學生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相關。

2. 情緒智力在父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間之中介效果

從文獻發現，情緒智力在父母親的教養方式與主觀幸福感間可能具有中介效果，茲分述如下：

（1）父母親的情感支持影響孩子的情緒智力。家庭是個體成長過程中的第一位老師，它不僅提供
日常生活所需，並擔負著教育之責，例如個體的學習態度、價值觀、同理心、適應力、情緒掌管與
獨立自主等（Noller & Callan, 1991）。而此等與教養方式息息相關，若是父母透過言行來表達情感
上的支持，給予孩子正向的尊重，有助於其自我表達與面對真實的勇氣（Lieberman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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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Jaffe（1991）研究也指出高關懷的教養方式使子女有良好的情緒適應力。另 Shapiro（1997）研
究也發現，家庭若能盡責提供子女足夠的需求滿足與情緒經驗，且能持續給予子女發展家庭以外的
情緒機會，這種傾向引導而非控制的教養方式，有助於子女發展出較高的情緒智力。
綜上所述，情感支持影響情緒智力的發展，因此本研究提出： 
H3：父親情感支持與高中職學生的情緒智力有顯著相關。
H4：母親情感支持與高中職學生的情緒智力有顯著相關。

（2）情緒智力影響主觀幸福感。Bar-On（1997）依據Darwin的觀點，提出社會情緒智力模式（model 
of emotional-social intelligence），其認為情緒表達的目的是為了生存與適應，且情緒智力是個人情
緒和社會能力、技能彼此綜合交錯的結果，可有效表達自己、理解他人、與他人交往以及應對日常
要求、挑戰與壓力（Bar-On, 2006）。 而 Siriparp等人（2012）也認為擁有良好情緒智力的個體，
有助於生活適應、增強生活價值、促進心 健康及提升主觀幸福感。
就以上的論述，可知：情緒智力會影響主觀幸福感，經以「高中生」、「情緒智力」與「主觀

幸福感」等關鍵字，搜尋臺灣的資料庫，結果只搜得大學生的實證研究，如許遠理與熊承清（2009）
研究大學生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發現，前者可預測後者，即情緒智力高的個體更能體驗到幸福感；
王玉梅（2010）也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也獲得相同的發現。另 James等人（2012）研究也證實大
學生的情緒智力會間接地影響到個體主觀幸福感的感受程度。這如王楓等人（2015）的研究指出情
緒智力高大學生較可調節和控制自己的情緒，經過良好的處理促使內心獲得更多正向感受，進而增
強個體主觀幸福感的感受力。
以上的研究都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就高中職學生而言，推估有較高的情緒智力者，也有較高

的主觀幸福感，因此，本研究提出：
H5：高中職學生的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之間有顯著相關。

（3）情緒智力的中介角色。就 Bronfenbrenner（1979）的生態系統論來看，兒童處於家庭及學校環
境中，發展其人格特質，與體驗人際互動等，也可說孩子與人互動的的情緒智力受父母的教養方式
所影響，而父母親的情感支持是教養方式之一。再者，依據 Bar-On（1997）的社會情緒智力模式理
論，情緒智力是個人情緒和社會能力、技能彼此綜合交錯的結果，情緒的表達可有效表達自己、理
解他人、與他人交往以及應對日常要求、挑戰與壓力（Bar-On, 2006），如此可提高生活的適應、
促進心理健康及進而提升主觀幸福感（Siriparp et al., 2012）。就此論述，情感支持會增進情緒智力，
而情緒智力會增進主觀幸福感，似乎情緒智力在父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具有中介作
用。這如 Averill（1999）情緒創造的觀點，情緒並不是與生俱來，而是可改變的特質，它是一種內
省能力，可以透過後天培養而被創造出來的。但父母教養方式會影響情緒創造，若父母過度干涉則
不利於個體情緒發展（Frewen et al., 2015）；若父母用引導而非控制，給予情感上的支持，儘量提
供子女足夠的需求滿足與情緒經驗，有助於子女發展出較高的情緒智力（Shapiro, 1997）。而情緒
智力較高者較能調節和控制情緒，進而有較多的正向感受，因而也增強主觀幸福感的感受（王楓等
人，2015）。可見，情緒智力對主觀幸福感有增強效果。
總之，情緒智力在父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間可能具有中介效果，就高中職生而言，情

緒智力是否具有中介效果有待驗證。再者，父或母親對孩子的情感支持程度可能不同，因此，提出：
H6：高中職學生的情緒智力，在父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間具有中介效果。
H7：高中職學生的情緒智力，在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間具有中介效果。
綜合以上，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中職學生的情緒智力在父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中

介作用。而高中職生將面臨大學學測與指考（或統考）的壓力，若是研究結果證實，父母親的情感
支持能提升高中職學生的情緒智力，進而提升主觀幸福感。則本研究提供實務上的建議，做為除改
進高中職生之父母的親情感支持、高中職生的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之參考，可進而降低高中生的
升學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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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為驗證以上的假設，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透過結構方程模式，考驗情緒智力在高中職
學生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間之中介效果。在研究設計上說明如下：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依據教育部 2017年公佈 105學年度在學之公私立高中職學校一至三年級之學生為母群
體，其資料顯示 105學年度臺灣地區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共 723所，專業群（職業）科學生 332, 202
人，普通科學生 311, 086人，綜合高中學生 50, 737人，學生總人數為 694, 025人。再者，將臺灣
地區分為四個區域，分別是：北區（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宜蘭縣、桃園市、新竹縣等）、中
區（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與雲林縣等）、南區（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與
屏東縣等），以及花東地區（花蓮縣、臺東縣等），抽取雙親家庭之高中職學生填答問卷，四區共
發出 1000份問卷。
正式樣本依據教育部105學年度在學之公私立高中職學校一至三年級學生694, 025人為母群體，

抽取北、中、南、東等四區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其取樣數為北區、中區、南區份、東區各 250份，
共發出問卷 1000份，扣除填答不完全之無效問卷 82份，共回收有效問卷 918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為 91.8%，正式樣本分配方面，其中性別有男學生 436人（47.49%），女學生 482人（52.50%）；
年級則有一年級 397人（41.29%），二年級 270人（29.41%），三年級 251人（27.34%）；居住地
區分為：臺灣北區 231人（25.16%），中區 236人（25.71%），南區 248人（27.02%），花東 203
人（22.11%）；學校類型有三類，其中職業學校 447人（48.69%），普通高中有 266人（29.00%），
綜合高中有 205人（22.33%）。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共編製三份問卷，都是參考目前已發展的量表，加以修訂。修訂過程如下：

1. 參考的量表

本研究工具是修訂過去已發表的問卷，如情感支持之父親與母親問卷係參酌 Arrindell等人
（1999）所編製的「簡式父母教養方式量表」（Simple Egna Minnen av Bamdoms Uppfostran），其
研究對象範圍極廣，從國中生至成年人皆可施測。該量表共分拒絕型（7題）、情感支持型（7題）
與過度保護型（9題）三個層面。此量表已被翻譯成多國語言並得到廣泛的回應。但本研究是以情
感支持為變量，所以採用該量表的情感支持型層面的題目。但因此量表發展於 1999年，且是以國
外的國中生至成年人為對象。除年代久遠外，且因文化背景及教養方式不同，未必適合臺灣學生，
所以須先預試。
情緒智力方面，是參酌江文慈（2001）編製之「情緒智力量表」，此量表共分情緒察覺、情緒

表達、情緒調整、情緒運用等四個構面，各信度分別為 .76、 .78、 .80與 .87，題量各別為 12題、
12題、12題與 24題，總題數共 60題，其內在一致信度為 .91，是有效和可靠的量表。但此量表此
量表已有 17年之久，且總題數共 60題。本研究共有三分問卷，為避免問卷總題數過多，導致受測
者厭煩或精神不濟，影響施測之準確性。為減少題目數，就江文慈的量表中，篩選較具普遍性，內
容符合當前高中職生在情緒行為表現的題目，例如以原量表的察覺情緒構面中的「別人幾乎不可能
對我隱瞞他們的真實的感受」此題為例，並非每人都能真誠對別人表達心中的感受，尤其題目中「別
人幾乎不可能對我隱瞞」等字，因此，不選用。最後，共選擇情緒察覺 6題、情緒表達 6題、情緒
調整 6題與情緒運用 9題，總題數共 27題。
至於主觀幸福感問卷方面，在層面的選擇是參酌余民寧等人（2011）的「教師主觀幸福感量表」

的「情緒幸福感分量表」，此分量表分為公認快樂與覺察生活滿意度二個層面，各有三題，其題目如：
「我覺得自己時時充滿喜悅」、「我很滿意目前自己的生活」、「我覺得自己的生活很豐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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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余民寧等人的問卷題目外，也參考陸洛（1998）編製「中國人幸福感量表」，該量表以高雄市
18—65歲之成年為研究對象，此量表主要是參考M. Argyle的「牛津幸福量表」（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其題目如：「我熱愛我的生活」、「我覺得生命非常有意義、非常有目標」。本研究
從此二量適用的對象本研究有所不同，如余民寧等人量表是為教師而發展，而陸洛的量表適用對象
範圍大，因此，從中挑出較具普遍性，符合目前高中職生幸福感的題目，例如牛津幸福量表中的一
題：「我的工作總是能帶給我成就感」，此題是為對正在求學的學生而言，怕學生將「工作」誤解
為「職業」，所以不採用。結果共採用公認快樂 7題與生活滿意 10題，總題數共 17題，題目如：「我
感到自己非常有活力」、「我熱愛我的生活」、「我覺得生命是有意義、有目標」、「我覺得自己
是一個快樂的人」。
以上三問卷都採用李克特式（Likert-type scale）五點量表方式，依不符合、少部份符合、部份

符合、大部份符合、非常符合分別給予 1、2、3、4、5分。依吳明隆（2003）的看法，五點量表恰
好可以顯示出溫和與強烈兩種意見。本研究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採主成分法與最大變異數），吳明隆也指出，預試人數以問卷中包含題數最多之「分量表」的 3—
5倍人數為原則。以南部普通高中、綜合高中與高職等三所學校，一到三年級雙親家庭之高中職學
生為預試對象，共發出 100份預試問卷，回收 100份，有效問卷 100份。

2. EFA結果

預試是要獲得修訂問卷之信效度，同時也企圖精簡題目數，以提高學生作答的意願。量表最
重要的是要有高度的信效度，不在題目多寡，而最能影響信效度的是題目之因素負荷量。因此以
Bollen（1989）所提的原則：每一因素的題目數不得少於 3題。並依據Bagozzi與Yi（1988）的主張，
二人認為因素負荷量大於 .71時，題目則具有理想品質。本研究則盡量以能滿足此二原則為選題的
標準。EFA的結果如下：
父親或母親的情感支持之問卷是各自經 EFA的分析，且二份問卷的題目數要一致下，盡量選

擇因素負荷量高於 .71者。二份問卷在項目分析時，發現父親情感支持問卷的第五題「父親常常干
涉我做的每一件事」之決斷值小於 3，因此刪除。而母親問卷的第五題「母親常常干涉我做的每一
件事」也刪除。另因素分析時，發現父親問卷的第六題「我覺得父親對我的擔心和焦慮，是誇張、
over 的」﹙ λ = .69﹚，母親問卷的第六題「我覺得母親對我的擔心和焦慮，是誇張、over 的」﹙ λ 
= .65﹚與第 7題「母親不允許我做一些其他孩子可以做的事情，因為他們害怕我會出事」﹙ λ = 
.68﹚，因素負荷量不到 .71。所以二份問卷的 6與 7題都刪除。分析最後的結果，父親與母親情感
支持二份問卷各 4題。
本研究的情緒智力問卷是從江文慈（2001）的量表中，選擇情緒察覺 6 題、情緒表達 6 題、

情緒調整 6 題與情緒運用 9 題，總題數共 27 題，進行 EFA。本量表經項目分析時，發現情緒察覺
因素中的情緒察覺 1（從別人的表情或不經意的肢體動作，我就可以知道他的想法）此一題決斷值
小於標準值 3，所以刪除；另有情緒覺察 2（當我知道朋友有困難時，都會主動幫助他們） （r = 
.16）、 情緒覺察 3（我會安排一些休閒活動，使自己擁有活力與愉悅的心情）（r = .12）等二題與
總量表的相關小於標準值 .30， 所以也刪除。剩下的題目進行因素分析時，有 15 題因素負荷量都小
於 .50，例如情緒運用 4（我可以很清楚感受到自己的心情在轉變）﹙ λ = .45﹚、情緒表達 4（我能
自在地向別人描述自己的心情與感受）﹙ λ = .36﹚。另外，此量表EFA結果，只能集結成二個因素，
與原量表的四個因素不同。此一情形可用將原先設計的四個因素，單一因素獨進行 EFA，可求得各
因素的信效度，但無法獲得總量表的信效度。
主觀幸福感問卷原設計公認快樂 7題與生活滿意 10題，總題數共 17題。項目分析時，所有的

題目決斷值都大於 3，題目與總量表正相關都大於 .30以上。因素分析時，發現公認快樂此一因素
中的題目中，有「過去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有一些是愉快的回憶」、「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快樂的
人」⋯⋯等 3題與生活滿意因素的題目集結。同樣地，生活滿意度的題目如「我對生活中發生的事
情，會很有投入感與參與感」、「我能夠理解生活的意義」⋯⋯等因為此 6題則與公認快樂此一因
素集結。由於題目內容與之不相容，所以刪除。最後，剩公認快樂 4題與生活滿意 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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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驗證性因素分析

上述 EFA分析的結果，只有情緒智力問卷的因素與原先設計差異大。為盡量保留原先設計的
因素，換以驗證性因素分析（com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來建構信效度。因為不須經過對
變數做分組等程序，就能提出因素的結構時，可直接使用 CFA，不必經 EFA（陳順宇，2007）。但
前述 EFA的結果，提供品質佳題目的訊息，即因素負荷量高於 .71的題目。至於 CFA是採用以變
異數為基礎的偏最小平方法的結構方程式（PLS-SEM），來獲得信效度。此一統計法適用於小樣本
（30—100人），或是理論的發展（Henseler et al., 2009），若是有助於提高信效度，則可刪除不當
的題目。再者，二階 CFA是用重複指標法（repeated indicators approach），即將一階潛在變量的所
有觀察指標（題目），全都當作二階潛在變量的觀察指標。經另以 100 人，進行 CFA，結果在父或
母的情感支持問卷與主觀幸福感問卷符合原先設計。而情緒智力問卷仍須修改。情緒智力仍以考江
文慈（2001）編製之青少年情緒智力量表中的情緒理解、情緒表達、情緒調整、情緒運用等四個因
素，進行 CFA，但分析結果顯示情緒理解此一因素的組合信度是 .62，不符合標準值 .70 以上，且
其 AVE只有 .32，不符合 .50以上的標準，因此刪除。只剩情緒表達、情緒調整、情緒運用等三個
因素，來代表情緒智力。從前述的文獻分析可知，學者對情緒智力的層面數沒獲共識，也有主張三
個因素，例如 Hatfield等人（1994）認為情緒智力包含三種層面：情緒覺察、情緒調節與情緒運用。
經刪除情緒理解此一因素後，CFA的結果如下（見表 1）。
三個問卷 CFA結果，在因素與題目數上，父母親情感支持問卷分成：父親情感支持與母親情感

支持各 4題，父與母親情感支持的題目一樣，題目如「當我遇到不如意時，父親會盡力安慰和鼓勵
我」，「當我遇到不如意時，母親會盡力安慰和鼓勵我」；情緒智力問卷分為：情緒表達（3題）、
情緒調整（3題）與情緒運用（4題）等三個因素共 10題，三個層面的題目如「我能自在向別人描
述自己的心情與感受」、「我能從失敗的經驗中得到啟示，並期許自己再接再厲」、「當我與別人
有衝突時，我能控制心中的激動情緒」：主觀幸福感問卷分為：公認快樂與生活滿意二個因素，各
4題，共 8題，題目如「我隨時能感受喜悅興奮」、「我很滿意現在的生活狀況」。
在因素負荷量上，三個問卷的題目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64∼ .93之間，最理想的因素負荷是 .71

以上，Bagozzi與 Yi（1988）認為因素負荷量大於 .71時，即得已宣稱項目具有理想品質，如此才
夠解釋觀察變項將近 50％的變異量，但 Tabachnick 與 Fidell（2007）則認為≧ .55即可宣稱良好，
因為社會科學的量表的因素負荷量都不會太高，而本研究的因素負荷最少有 .64。
指標信度上，題目之指標信度介於 .41∼ .86之間。指標信度是該題的因素負荷量的平方，代

表該題對該因素的解釋力，理想值是 .50，但情緒表達與公認快樂等二個因素共有 3題的指標信度
介於 .41∼ .45之間，較不理想。
另外，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的標準值是 .70以上，但情緒智力的情緒理解此一

因素的組合信度是 .62，不符合標準值，且其 AVE只有 .32，不符合 .50以上的標準，所以整個因
素刪除。至於其他三個問卷各因素的組合信度介於 .81∼ .94之間，表示每一因素具有內部一致性
（internal consistency）。
至於平均抽取變異量的標準值是 .50以上，三個問卷的各因素的平均抽取變異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介於 .51∼ .79，符合標準，也表示具有幅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
另外，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在於分辦某一因素與其他因素的的差異情形。本研究採

用 Fornell與 Larcker（1981）所主張的標準，即某一因素的 AVE平方根大於該潛在變量與其他變量
的相關之值。由表 1可知，這些因素彼此都具有區別效度。
就以上結果顯示，所修訂的三份問卷，在 EFA的結果，有部分量表題目被刪除，但父親或母

親的情感支持量表仍保留二個因素，主觀幸福感問卷也與原設計一致，保有公認快樂與覺察生活滿
意度二個因素。但情緒智力量表原有分情緒察覺、情緒表達、情緒調整、情緒運用等四個因素，在
CFA時，因情緒理解此一構念的組合信度與 AVE都不符合標準，因此刪除，只剩情緒表達、情緒
調整、情緒運用等三個因素。此一結果可能因預試樣本不同所致，所參考的江文慈（2001）的量表
是以青少年預試樣本，本研究則以青年。另外，在 CFA的因素負荷量、組合信度、幅合與區別效
度等都符合標準，也表示這三份量表的題目可反映出所預測量的構念（construct），以父親情感支
持量表為例，父親情感支持意指父親會關懷接納孩子，並對孩子的需求做出適當反應，通常是以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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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親切、激勵、讚美等方式，與孩子互動。而此一量表共有四題：「我能從父親的言談中，感受
到他的愛心與關心」、「當我遇到不如意時，父親會盡力安慰或鼓勵我」、「父親常常激勵我，希
望我表現得更好」、「我與父親之間存著溫暖、體貼、關心和親密的感覺」。因此，以此三份問卷
調查高中職學生的父母親情感支持、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之資料。

表 1 
問卷 CFA結果摘要

問卷與因素 題數 因素負荷量 指標信度 組合信度

平均抽取

變異量

（AVE）

區別效度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結果

父母親情感支持

 1. 父親情感支持 4  .87— .93  .76— .86  .94  .79  .89 是

 2. 母親情感支持 4  .86— .93  .74— .86  .93  .77  .79  .88 

情緒智力

 1. 情緒表達 3  .67— .80  .45— .67  .81  .59  .77 是

 2. 情緒調整 3  .71— .89  .50— .79  .86  .67  .62  .82 

 3. 情緒運用 4  .76— .83  .58— .69  .87  .64  .64  .52  .80 

主觀幸福感

 1. 公認快樂 4  .64— .79  .41— .62  .81  .51  .71 是

 2. 生活滿意 4  .79— .86  .62— .74  .89  .68  .46  .82 

註：在區別效度的欄位中，粗黑字表示該因素的 AVE平方根，未粗黑者表示該因素與其他因素的相關係數。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共使用二種統計軟體，協助統計的分析：先以 AMOS 22.0，分析假設模式的中介效果，
結果發現常態性評估（assessment of normality）中的多變數為 72.98（t = 55.95, p < .001）。此結果
顯示調查的資料非常態分配，不符合 SEM的假設，因此，改以適合分析非常態資料的 Smart PLS3
（partial least squares，偏最小平方法） 統計軟體代之，以分析中介效果。

（四）假設模式

依據假設，提出中介模式。另外，考慮到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的
問題，常發生於問卷調查法，因此要控制之。CMV意指研究方法所造成的偏差（Burton-Jones, 
2009），它導致兩個變量之間的關係膨脹或衰減。因此，Ylitalo（2009）建議設計一個標記變量
（marker variable），當作控制變量。標記變量理論上與其它變量無關最好，或選擇一個不理想的變
量（即與其它變量相關最低者），以排除 CMV的影響。本研究以「人際瞭解」此一潛在變量作為
共同方法變異之變量（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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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中介效果假設模式

結果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中職生的情感智力在父或母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中介效果。中介
效果的分析上採用 Hair Jr等人（2016）的主張，分三步驟：1. 考驗自變量預測依變量的徑路係數是
否達顯著；2. 自變量預測中介變量、中介變量預測依變量等二條徑路係數是否達顯著；3. 步驟 1與
2都達顯著後，才能執行中介模式分析。因此，本研究依此三步驟分析中介效果。結果如下：

（一）自變量預測依變量

單獨用自變量（情感支持）預測依變量（主觀幸福感），分析結果為：父親的情感支持對主
觀幸福感的 β = .44（t = 15.08, p = .000），母親的情感支持對主觀幸福感的 β = .45（t = 15.17, p = 
.000）。二條徑路係數都達顯著，顯示不論父或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達顯著。
因此，中介效果的檢驗的第一步驟成立，繼續分析第二步驟。

（二）自變量預測中介變量與中介變量預測依變量

第二步驟，以分別檢驗中介變量（情緒智力）與父親情感支持、主觀幸福感間的關係是否達
顯著。檢驗結果︰父親方面，情感支持與情緒智力的 β = .40（t = 13.12, p = .00）；情緒智力對主
觀幸福感的 β = .65（t = 29.88, p = .00）。母親方面，情感支持對情緒智力的 β = .46（t = 29.70, p = 
.00），情緒智力對主觀幸福感的 β = .65（t = 16.47, p = .00）。檢驗結果，不論父或母親的二條徑路
都達顯著，顯示第二步驟也成立，因此，進行第三步驟。

（三）中介效果分析

由於PLS是以變異數為基礎，有別於以共變數為基礎的結構方程模式。依據Hair Jr等人（2016）
的主張，在第三步驟中介效果分析時，應分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分別說明：

（人際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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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測量模式適切性

測量模式適切性用以說明外在模式（outer model）（也就是測量模式）是否適切。由表 2可知，
組合信度 .85—1.00之間，符合標準值 .70以上；平均抽取變異量介於 .65—1.00之間，標準值是 .50
以上；區別效度依據 Fornell與 Larcker（1981）所提的標準，即某一因素的 AVE平方根大於該潛在
變量與其他變量的相關之值（表中粗黑字體），結果也顯示符合。總之，三項數據都符合標準，也
表示測量模式適切。

表 2
中介效果測量模式適切性

潛在變量 組合信度
平均抽取變異量

（AVE）
區別效度

1 2 3 4

1.父親情感支持 1.00 1.00 1.00

2.母親情感支持 1.00 1.00 .54 1.00

3.情緒智力 .85 .65 .40 .54 .86

4.主觀幸福感 .95 .91 .44 .45 .65 .95

註：區別效度中對角線粗黑者為 AVE平方根，未粗黑者為相關係數。

2. 結構模式適切性

Hair Jr等人（2016）主張結構模式（內在模式，inner model）分析有五步驟，依此分析如下：
首先，在共線性方面，父親情感支持（VIF = 1.00）、母親情感支持（VIF = 1.00）情緒表達（VIF 

= 1.44）、情緒調整（VIF = 1.38）、情緒運用（VIF = 1.67）、公認快樂（VIF = 3.00）、生活滿意（VIF 
= 3.00）等六個潛在變量的 VIF介於 1.00—3.00之間，都小於 5，可見共線性問題小。
其次，徑路係數方面，人際瞭解此一潛在變量用於控制共同方法變異對於中介與內衍變量所造

成的影響，從其對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的徑路係數來看，前者的徑路係數是 .45（p < .001）達顯
著，後者的徑路係數是 -.02（p = .52），未達顯著，也就是共同方法變異對情緒智力有影響，對主
觀幸福感則無。在控制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下，父或母親的情感支持對情緒智力與幸福感等四條徑
路，與情緒智力對幸福感此條徑路都達顯著（見圖 2），亦即本研究所提的 H1—H5等五條假設都得
到支持。

圖 2
中介效果考驗結果

*** p < .001.

-.0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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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果上，因所有徑路都達顯著，進一步分析中介效果。間接效果是外衍變量對中介變量，
中介變量對內衍變量二條徑路係數相乘，如母親情感支持對情緒智力的徑路係數是 .23，情緒智力
對主觀幸福感的徑路係數是 .54，二者相乘得 .12。直接效果就母親情感支持對主觀幸福感的徑路係
數，為 .13，總效果則是間接效果加直接效果，其值為 .25（ .12 +  .13）（見表 3）。
是否有中介效果，則由解釋變異比（variance accounted for）來判斷，解釋變異比為間接效果除

以總效果，如情緒智力在母親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關係上的中介效果解釋變異比為： .12／ .25 =  
.48，也就是解釋變異比為 48%，依照Hair Jr等人（2016）所提的標準：VAF 大於 80%者為完全中介，
介於 20—80%則為部分中介，小於 20%則無中介效果。就此標準，情緒智力在父親或母親情感支
持與主觀幸福感關係上都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既然情緒智力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則需進一步驗證中介效果是否具有顯著性。依 Smart PLS內

建功能自助法（bootstrapping）的功能，抽取 5000次，即可獲得考驗結果。結果顯示， 情緒智力在
母親情感支持對主觀幸福感（t = 6.28, p < .001, 95% CI [.09, .16]），與父親情感支持對主觀幸福感（t 
= 3.56, p < .001, 95% CI [.03, .10]）上中介效果都達顯著。

表 3
情緒智力的中介效果摘要 PP

間接效果 直接效果  總效果
中介效果

顯著性
解釋變異比  結果

母親情感支持 –> 主觀幸福感 .12 .13 .25 p < .001 0.48 部分中介

父親情感支持 –> 主觀幸福感 .07 .16 .23 p < .001 0.29 部分中介

註：解釋變異比＝間接效果／總效果。

第三，在 R2方面，在 PLS-SEM中，決定係數（R2）最常用來評估結構模式的適切性，該
係數代表預測的準確度，也代表模式中所有外衍變量對內衍變量的整體解釋效果（Hair Jr et al., 
2016）。分析結果父與母親的情感支持、共同方法變異（人際瞭解）等三潛在變量對情緒智力的 R2

為 .41。另外，父與母親的情感支持、共同方法變異（人際瞭解）與情緒智力對主觀幸福感的 R2為 
.47。就 Hair等人（2011）所提的 R2標準為： .75、 .50與 .25等三值分別為高、中、低程度，但此
三值適用於行銷領域的研究，若是一般 .20以上就算高。因此，本研究所得的 R2是可接受的。
第四，效果值 f 2方面，此值是刪除某一特定外衍變量後，R2變化的情形。分析結果情緒智力、

母親情感支持、父親情感支持對主觀幸福感的 f 2分別為 .33、 .02、 .03；母親情感支持、父親情感
支持對情緒智力的 f 2分別為 .06、 .02。就 Cohen（1988）提出標準 .02、 .15、 .35分別為低、中、
高效果值。就此標準，外衍變量對內衍變量的影響具有低、中度的效果。
最後，預測相關性 Q2方面，為預測模式相關性的指標，若該值大於 0，即表示測量指標與該構

念具有預測相關性。結果顯示情緒智力是 .26，主觀幸福感是 .41都大於 0，表示具有預測相關性。
就以上分析，可論定情緒智力在父或母親情感支持對主觀幸福感關係上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所

以本研究假設「H6：高中職學生的情緒智力，在父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間的具有中介效果」
獲得支持。

討論

就中介效果檢驗結果的模式圖來看，父或母親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的徑路係數都達顯著水
準，表示父或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二者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因此，本研究「H1：父親
的情感支持與高中職學生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相關」與「H2：母親的情感支持與高中職學生主觀幸福
感有顯著相關」獲得支持。此一研究結果與楊冠軍（2010）、Parkes等人（2017）的結果一致，其
原因如呂朝賢與呂慧玲（2014）所主張的，愈是開明者父母，愈傾向於能關愛與支持孩子，因此，
孩子愈容易養成獨立、自信、善解人意及樂群合作的氣質，如此有助於幸福感的提升；或如何曉燕
與裴秀芳（2015）所言，父母若以溫暖的情感進行理解溝通，孩子越感受到被愛、被支持、被瞭解、
被賞識等積極體驗，其主觀幸福感就會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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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父或母親的情感支持與情緒智力的徑路係數都達顯著水準，表示父或母情感支持與情緒
智力二者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因此本研究「H3：父親情感支持與高中職學生的情緒智力有顯著
相關」與「H4：母親情感支持與高中職學生的情緒智力有顯著相關」獲得支持。此一結果符應 Jaffe
（1991）與 Shapiro（1997）的論點，他們都認為高關懷的教養方式使子女有良好的情緒適應力。
可見父母採取情感支持型的教養方式，對於孩子採用關懷與接納，以溫柔、親切、激勵、讚美等方
式（Arrindell et al, 1999）。如此，孩子較會以察覺、瞭解、推理、判斷、表達、調節、激勵與反省
的方式來管理自己的情緒。
第三，高中職學生的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的徑路係數達顯著水準，表示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

感二者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因此本研究「H5：高中職學生的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之間有顯
著相關」獲得支持。本研究與一些研究結果一致，如許遠理與熊承清（2009）、王玉梅（2010）、
James等人（2012）都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都證實情緒智 會影響主觀幸福感。而本研究以高中職
學生為研究對象，所得的結果也是情感支持與情緒智力有顯著相關。其原因在於情緒智力高者較能
調節、控制、應用與表達自己的情緒，促使內心獲得更多正向感受（王楓等，2015），因此有助於
生活適應、增強生活價值、促進心理健康（Siriparp et al., 2012），故而，可提升主觀幸福感。
第四，在中介效果方面，不論是父親或母親方面，情緒智力在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二者之間

具有部分的中介效果。因此本研究「H6：高中職學生的情緒智力，在父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
感間的具有中介效果」與「H7：高中職學生的情緒智力，在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間的具有
中介效果」獲得支持。之所以有中介的原因，如前之討論可看出，父母親在教養方式上，若趨向於
情感支持，導致孩子在情緒運用、管理與調節上，越趨於成熟與理智；情緒智力越高者，則越有正
向的心理知覺，因此越有主觀幸福感。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 918位高中職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父母親的情感支持、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之關
係與中介效果。結果發現：父或母親情感支持與情緒智力、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父或母親情感
支持與主觀幸福感彼此之間都有顯著的正相關。再者，也發現情緒智力在父或母的情感支持與主觀
幸福感間具部份中介效果。就此發現，提出以下建議：

（一）父母親應多採用情感支持，以增進孩子的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

就結構方程模式的分析發現：父親情感支持與情緒智力、母親情感支持與情緒智力、父親情感
支持與主觀幸福感、父或母親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等徑路上都達顯著 正相關等。而本研究依據文
獻分析結果，以父或母親情感支持為外衍變量，情緒智力為中介變量，主觀幸福感為內衍變量，依
據此等變量的方向性，此一模型顯示顯示父或母親情感支持能增進孩子的情緒智力與主觀幸福感，
以及孩子的情緒智力能增進主觀幸福感。因此，建議父母親應採用情感支持，以增進孩子的情緒智
力與主觀幸福感。

（二）高中職生應多培養情緒智力

本研究的中介模型驗證結果，孩子的情緒智力在父或親情感支持與孩子主觀幸福感之間具有部
分中介效果，也就是父母的情感支持可增進孩子的情緒智力，孩子的情緒智力進而增進主觀幸福感。
情緒智力固然受父母親的情感支持影響，但情緒智力的涵養有待個體的認知與行為上的表現。因此，
高中職生可從情緒的表達、應用與調整上加以自我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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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研究建議與研究限制

1. 未來研究上可再探討父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中介因素

發現情緒智力在父或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但解釋變異比
（VAF）父親部分是 29%，母親部分是 49%。顯示父母親的情感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尚有其他
中介因素，有待探討。

2. 研究限制

高中職生情緒智力問卷是參考江文慈（2001）編製之青少年情緒智力量表，原用情緒理解、情
緒表達、情緒調整、情緒運用等四個因素，不論以 SPSS 或 Smart PLS 3.0 進行 EFA 或 CFA，都無
法符合四個因素的設計。比較後，由於二階 CFA 有可接受的信度與效度，所以採用之。總之，自
編的智力情緒問卷只以情緒表達、情緒調整、情緒運用等三個因素，來代表情緒智力，此乃本研究
受限之一。
其次，本研究因探討父與母親情感支持是否透過情緒智力，進而影響主觀幸福感。而將父親與

母親情感支持分別當外衍變量，因此指定雙親家庭之高中職學生為樣本，此可能會造成此研究之代
表性不足，也較難將研究結果推論至所有高中職學生，此乃本研究的限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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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al emotional suppor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re critic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enting style can determine adaptability, and affectionate parenting is conducive 
to emotional development. Children a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high level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f their family members 
can satisfy their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provide sufficient emotional suppor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s not innate; rather, it is 
an intrapersonal skill that can be cultivated. Furthermore, the literature has revealed that parental emotional support influences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children, which affects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Thu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can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esearchers searched for the keywords 
“parental emotional suppor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databases, 
such as Airiti Library and Chinese language version of Google Schola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no studies had analyzed the 
aforementioned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was proposed: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would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verif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to address research gaps. 

To verify the aforementioned hypothesis, we developed three scales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e revised the 
Emotional Support Subscale (seven items) from the short-form 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 Scale developed by 
Arrindell et al. (1999), and the revised form was used to measure parental emotional support. The original scale was proposed 
in 1999, and its participants wer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adults in Sweden; this relatively old scale targeting individuals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 may be unsuitable for Taiwanese students. Therefore, a pretest was performed. A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ventory wa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proposed by Chiang (2001). The original 
scale was proposed over a decade ago and consists of 60 items; thus, we developed a condensed version to prevent participants 
from becoming bored and tired, which could have affected the accuracy of survey results. The shortened version was subjected 
to a pretest. A Subjective Well-being Inventory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wo scales. The first was the Emotional Well-beings” 
Subscale of the Teach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proposed by Yu et al. (2011). This scale has two dimensions: the 
commonly accepted notion of happiness and perceived life satisfaction. The other scale used to develop the Subjective Well-
being Inventory was the Chinese Happiness Inventory developed by Lu (1998). This scale targeted adults aged 18–65 years 
in Kaohsiung City, Taiwan. The scale of Yu et al. was designed for teachers, whereas that of Lu was designed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herefore, we selected items with high universal representativeness and that were suitable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three inventories were rated on a 5-point Likert-type scale with scores of 1 (strongly disagree), 2 (partly agree), 3 (agree), 4 
(mostly agree), and 5 (strongly agree).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nventories of Par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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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Suppor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xhibited desirable composite reliability,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These inventories were employed to conduct a survey involving 918 Taiwanes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mainly female (52.50%; 482 individuals), and 
first-, second-, and third-grade students accounted for 41.29% (397), 29.41% (270), and 27.34% (251) of the total sample, 
respectively. 

Survey response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and a model was constructed 
in whic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father and mother’s emotional support and a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t first, Amos (covariance-based SEM software) , manufactured b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New York, USA, was adopted for SEM, but the model fit indices indicated a poor fit. Moreover, the multivariate 
normality test result was significant,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collected data had a non-normal distribution. Therefore, the 
researchers used Smart PLS 3.0, a variance-based SEM software program that is not limited by normal distribution. In addition, 
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 a common problem in questionnaire surveys, had to be controlled. CMV is the bias caused 
by a research method in whic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wo variables is inflated or deflated. To avoid CMV, we designed a 
marker variable as the control variable. Theoretically, a marker variable should not be uncorrelated with the variables of interest; 
The latent variable “interpersonal understanding” was designated as the CMV variable.The mediating effect process was 
analyz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method of Hair Jr et al. (2016) using three steps. Step 1: The researchers verified whether the path 
coefficient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that predict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as significant. Step 2: The researchers confirmed 
that the path coefficients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that predicted the mediator and those of the mediator that predicted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ere significant. Step 3: The researchers analyzed the mediation model only when the variables in Steps 
1 and 2 were confirmed to b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variables in Steps 1 and 2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hus, the mediation model could be analyzed. 

Before a mediation mode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he model fit was verifi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factor loading, 
composited reliability,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all satisfied relevant criteria and showed that the 
measurement model (called “outer model” in PLS-SEM) was appropriate. Second, values for collinearity, R2, f 2, and Q2 all 
conformed to the standard structural model (called “inner model ” in PLS-SEM); that is, the structural pattern was appropriate. 
All the paths reached significance,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then measured using the variance accounted for (VAF), which 
wa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indirect effect by the total effect. According to Hair Jr et al. (2016), percentage VAF of > 80%, 
20%, –80%, and < 20% represent full mediation, partial mediation, and no mediation, respectively. Accordingly, our research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al support (both 
from a father and a mother)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esearchers then verified whether thi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was significant. The built-in bootstrapping function of Smart PLS was employed for this task, with the number of bootstrap 
samples set at 5,000.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ignificant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father and mother’s emotional support and a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ediation model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path coefficients of both a father and mother’s emotional suppor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indicated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s. Furthermore, the path coefficient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dicated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Therefore, the 
proposed hypothesis (i.e.,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would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supported.

According to these findings, we propose that parents should provide emotional support to their children more often, which 
would help children develop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improve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ttempt to develop thei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research limitations are discussed 
h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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